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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赡养费核算如何平衡家庭义务与国家责任

———基于浙江省赡养费核算改革案例的研究

方 　 珂 　 张 　 翔∗

【摘要】 低保对象认定过程中的赡养费核算涉及家庭义务与国家责任的权衡

问题。 论文基于浙江省赡养费核算改革案例， 分析低保赡养费核算中家庭义务

与国家责任的平衡问题。 研究发现， 赡养费核算改革越来越强调子女赡养的家

庭义务； 改革后的核算办法可能导致供养义务人不愿意履行赡养义务和供养义

务人实际无赡养能力的两类老年群体遭遇 “漏保” 风险； 地方民政部门在政策

执行过程中采用地方性赡养费核算办法和地方性社会救助联席会议机制进行调

适， 努力降低 “漏保” 风险。 基于案例分析， 研究提出通过 “家庭第一责任 ＋
国家兜底责任” 来兼顾家庭义务与国家责任、 适度提高赡养费核算的扣除金额、
赋予地方对特殊困难对象赡养费核算问题的自由裁量权等政策建议， 并提出民

政部门兜底保障和倡导孝顺的关系、 完善救助制度以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或

老年福利制度等未来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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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中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以下简称 “低保” ） 是社会保障体系最后的安全

网， 承担着 “托底线、 救急难” 的功能。 ２０１９ 年， 全国城乡低保支出 １６４６. ７
亿元， 保障对象共计 ２４１７. ２ 万户、 ４３１６. ３ 万人， 其中老年低保对象达 １４４６.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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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 占低保对象总数的 ３３. ５２％ ①。 由于普遍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老年人对转

移性收入的依赖性更强。 既有研究发现， 退休金、 子女资助和政府资助在老年

人生活来源中的占比超过 ７０％ （杜鹏等， ２０１６） 。 对于没有退休金的老年人而

言， 子女资助 （赡养费） 和政府资助 （低保） 是他们最主要的生活来源。 由于

老年人申请低保时， 需要将子女赡养费计入家庭收入， 因而赡养费核算成为老

年对象低保资格认定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在低保对象认定的政策实践中， 近年来不断完善的经济状况核查制度和核

对系统， 提升了政府对低保对象收入和财产状况的识别能力。 然而， 由于赡养

费可以现金给付， 因此现有的核对手段尚不能对转移性收入中的赡养费做出精

准认定。 现行的普遍做法是按照申请者子女的情况计算应得赡养费， 计为家庭

收入， 而不论是否真正得到赡养费 （关信平， ２０１９） 。
从法律层面看， 虽然现行法律对子女赡养义务做出了应然层面的规定， 但

是对赡养费核算的具体办法以及家庭责任的界限却没有做出明确界定。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 规定： “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 扶助和保护的义务； 成年

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 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 有要求成年子女

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规定： “赡养人是

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 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

人履行赡养义务； 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理由， 拒绝履行赡养义

务。” 《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 （民发 〔２０２１〕 ５７ 号） 虽然指出低保对象

认定中的家庭收入包括赡养费， 但也没有给出具体的赡养费计算办法。
在理论层面上， 低保赡养费核算涉及家庭义务与国家责任的权衡问题。 这

实际上关乎社会政策的 “价值问题” ， 即国家在社会政策中的角色是什么？ 是否

应对穷人等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救济？ （熊跃根， １９９９） 具体而言， 在低保赡养费

核算中， 家庭义务与国家责任的权衡体现在如下一系列问题之中。 低保赡养费

核算应该以应得赡养费还是实得赡养费为依据？ 如果依据应得赡养费， 那么子

女应付的赡养费具体应该如何计算？ 如果依据实得赡养费， 那么如何认定子女

实际给付了多少赡养费？ 如果证实申请人子女实际未履行赡养义务， 老年人是

否可以获得低保？
赡养费核算的政策试点和改革起步较晚， 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较少。 作为

社会救助政策创新较为密集的省份， 浙江省在 ２０１６ 年开始赡养费核算的改革试

点， 在 ２０１８ 年出台了全国第一部低保赡养费核算方面的地方性法规。 那么， 浙

江省的赡养费核算改革是如何权衡家庭义务和国家责任的？ 浙江省的赡养费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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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办法在实施中出现了哪些新问题？ 地方政府如何应对这些新问题？ 本研究将

分析浙江省低保赡养费核算改革的政策试点、 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过程， 探讨

这一改革在权衡家庭义务与国家责任方面的进展和不足， 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 文献回顾

（一） 社会政策研究中的 “价值问题” ： 国家、 家庭和市场的作用

价值观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是理解社会的基础 （Ｂａｌｄｏｃｋ， １９９９） 。 每一种福利

模式都是意识形态冲突并最终出现制度化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物 （ Ｇｉｎｓｂｕｒｇ，
１９９２） 。 福利国家的早期发展可以被理解为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 （ Ｇｅｏｒｇｅ ＆
Ｐａｇｅ， １９９５） ， 而经济危机后欧洲福利改革辩论的核心也是一个价值问题， 即

“谁应该享有何种形式和程度的社会保护， 以及基于何种理由” （ ｖａｎ Ｏｏｒｓｃｈｏ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 社会政策的制定则是在将特定价值观与国家、 市场、 职业和家庭

福利联系起来的文化框架内进行的 （ Ｔａｙｌｏｒ⁃Ｇｏｏｂｙ， ２００１） 。
自由主义福利思想强调市场在福利供给中的作用。 它们强调对个人权利、

经济自由主义的承诺以及国家 相 对 于 市 场 和 私 人 机 构 的 相 对 有 限 的 作 用

（Ｏ'Ｃｏｎｎｏｒ ＆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２００８） ， 而对 “国家福利” 理念持批评态度， 认为公共

福利体系是昂贵、 效率低下且不必要的 （ Ｅｌｌｉｓｏｎ， ２０１２） 。 自由主义福利思想主

张剩余式的社会福利模式， 突出市场和职业福利的作用 （熊跃根， １９９９） 。
东亚福利模式则更多地强调家庭在福利供给中的义务 （Ｗｈｉｔｅ ＆ Ｇｏｏｄｍａｎ，

１９９８） 。 在东方文化的价值观中， 照顾老人往往被视为家庭的责任 （林闽钢、 吴

小芳， ２０１０） 。 东亚的福利模式强调家庭观念， 在价值导向上倾向于把福利事务

主要看成是家庭责任 （林卡、 陈梦雅， ２００８） 。
改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福利思想不同程度地强调国家在福利供给中的责任。

在改良主义的论述中， 马歇尔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１９５０） 指出， 社会政策可以对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的失败进行修正， 从而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利。 社会主义的福利思想

则直接主张国家对社会福利负有责任， 应当去保护个人免受伤害、 满足个人需

要 （林卡、 陈梦雅， ２００８） 。 蒂特姆斯 （ Ｔｉｔｍｕｓｓ， １９６８ ） 强调通过社会政策再

分配去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 确保社会公正。

（二） 低保制度的价值基础及其文化背景

中国的低保制度强调家庭成员的互助共济义务 （Ｇａ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 其背景

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家庭成员赡养义务的重视。 瞿同祖 （１９８１） 指出， 不养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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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不容于整个社会。 费孝通 （１９８３） 认为， 中国家庭的代际

关系存在 “抚育—赡养” 的 “反馈模式” ， 强调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 熊跃根

（１９９８） 认为， 子女对父母的照顾责任根植于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 以 “孝”
为核心的价值规范在老人与子女间的照顾关系上有很强的黏合作用。

既有研究发现， 赡养义务的实际履行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 首先， 在 “父

系” 传统下， 女儿的赡养义务存在法理和习惯的冲突。 与父系的亲属体系和单

系嗣续的习惯相对应， 出嫁了的女儿实际上不承担赡养义务的行为规范在中国

农村地区仍得以存在 （费孝通， １９８３； 唐灿等， ２００９） 。 其次， 子女对赡养义务

的接受程度也受代际关系和情感因素的影响。 特别是在家庭结构核心化的背景

下， 父母为年少子女的抚养和婚嫁操心、 对成年子女提供帮助 （特别是小孩照

料） 等都成为日后能否得到赡养的影响因素 （贺雪峰， ２００８； 许琪， ２０１７） 。
但单纯强调家庭义务可能会导致部分群体对社会救助的实际需求被忽视。

刘磊 （２０１６） 发现， 农村分家及赡养责任的分配模式与法律要求的赡养责任模

式并不一致， 如果严格按照政策文本， 部分不具备低保资格的老人实际上会面

临困境。 当从家庭内部获取赡养资源的能力下降时， 老人会把国家视为诉求救

济的对象 （朱静辉， ２０１０） 。 韩克庆和李方舟 （２０２０） 指出， 政府兜底与家庭

义务之间存在 “两难问题” 。 一方面， 社会救助的 “去家庭化” 趋势， 会带来

家庭赡养责任的逃避、 救助依赖与攀比心理； 而另一方面， “再家庭化” 趋势，
又会面临子女赡养能力不足和健康照料缺失等问题。 因此， 在社会救助中， 如

何寻求家庭义务与国家责任的平衡是一个待研究的问题。

三、 研究方法与案例背景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启示性的案例研究方法， 以浙江省低保赡养费核算改革为个案。
实地调研活动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持续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即从浙江省开始改革试点

当年开始。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笔者之一作为相关领域的学者代表参加了浙江省民政厅赡养

费核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 通过参与式观察获取了赡养费核算政策制定过程

的一手资料。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和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笔者先

后对浙江省民政厅干部进行了四轮追踪访谈， 访谈对象包括社会救助处处长、
副处长、 调研员、 主任科员以及经济核对中心工作人员。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依托省民政厅委托课题， 赴省内四个地市展开实地调研， 邀请地市县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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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工作人员、 乡镇街道民政助理员以及村干部等开展了八场焦点小组访谈。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和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前往四个区县， 对地方民政工作人

员、 承接低保家境调查的社工机构负责人等对象展开深度访谈和补充调研。 同

时， 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起持续关注省、 地市各级政府及民政部门官方网站以及新闻

媒体报道， 搜集相关的政策文本及官方报道， 并从省民政厅和地市民政局获取

相关政策文件和统计资料。

（二） 案例背景

浙江省位于东南沿海， 属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 ２０１９ 年， 省内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达 １０７６２４ 元 ／人， 为同期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 ５２ 倍①。 浙江省在

低保政策试点和创新方面锐意改革。 １９９５ 年， 浙江省试点城市低保制度， 成为

全国最早推行低保制度的省份之一。 ２０１４ 年， 浙江省政府颁布 《浙江省社会救

助条例》 ， 成为全国首个进行社会救助地方立法的省份。
２０１６ 年， 浙江省民政厅率先在杭州市上城区、 温州市瑞安市和丽水市云和

县开展赡养费核算改革试点。 ２０１８ 年， 浙江省民政厅试行 《浙江省社会救助家

庭供养费核算办法》 （浙民助 〔２０１８〕 １４６ 号） ， 属全国首创。 表 １ 呈现了浙江

省低保赡养费核算改革的主要过程。

表 １　 浙江省低保赡养费计算改革大事年表

时间 事件 主要内容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家

庭收入核定办法 （试行）》
将赡养费纳入申请对象的收入范围， 但未对赡养

费收入核对的程序和手段进行明确规定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舟山市最低生活保障实

施办法》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和 《浙江省社会救助条例》
出台后， 全省首部地市级低保实施办法首次在赡

养费计算环节考虑刚性支出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浙江省社会救助家庭经

济状况认定办法》
未对赡养义务人收入核对的程序和手段进行明确

规定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全省社会救助工作座谈会

省民政厅副厅长提出 “研究赡养费计算事宜， 有

条件的地区可以先行探索研究， 形成经验后在全

省推广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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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源自 《中华人民共和国 ２０１９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１９ 年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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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事件 主要内容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关于开展赡养能力计算

试点工作的通知》
杭州上城区、 温州瑞安市、 丽水云和县 ３ 地开展

试点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赡养 费 计 算 试 点 工 作 座

谈会

省民政厅、 省财政厅、 省农办相关处室负责人，
省内高校相关领域学者， ３ 个试点单位民政部门

负责人交流赡养费计算改革试点工作情况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浙江省民政厅关于扩大

赡养能力计算改革试点工

作的通知》
扩大赡养费计算改革试点的范围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浙江省社会救助家庭供

养费核算办法 （试行）》
正式出台省级赡养费核算办法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相关文件和报道内容自制。

四、 政策制定： 赡养费核算制度的改革与试点

在 ２０１６ 年改革试点之前， 赡养费核算并没有单独的政策文件， 仅先后在

《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收入核定办法 （试行） 》 （浙民低 〔２００７〕 ９３ 号） 和

《浙江省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认定办法》 （浙民助 〔２０１５〕 １３ 号） 中进行规

定。 其中， 赡养费主要依照赡养协议或有关法律文书所规定的数额计算， 仅在

无协议或法律文书规定的数额明显偏低的情况下按照赡养人的支付能力推算，
且未对供养义务人收入核对的程序和手段进行具体规定。

在此背景下， 省一级的赡养费核算制度缺失， 各地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明确、
统一的政策依据。 对此， 省民政厅自 ２０１６ 年起牵头探索赡养费核算制度的改革

工作， 经历了试点、 专家论证、 扩大试点、 出台省级赡养费核算办法四个阶段。

（一） 试点

２０１６ 年开始， 杭州市上城区等三地被确定为赡养费核算改革试点单位。 改

革内容主要包括两方面， 即按新方法采集核算依据和按新口径核算支付水平。
在核算依据的采集方面， 试点地区推行 “自诉承诺制、 直接核减制和事后审查

制” 相结合的工作模式。 试点地区把供养人家庭自述承诺的家庭人口、 个人收

入及供养人组成等信息直接作为赡养费的核算依据， 不再要求提供证明材料。
审核审批机关按不低于 ２０％ 的比例进行事后核查。 凡查出虚假申报的， 取消申

请人家庭的救助资格， 并将虚假申报人家庭纳入社会救助诚信 “黑名单” 。
在支付水平的核算方面， 改革内容包括将一部分困难对象界定为无赡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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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对另一部分困难对象设置赡养费计算规则。 首先， 试点地区总体上将家庭

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 ６０％ （含） 以下的低收入家庭①、 低保

家庭、 低保边缘家庭、 重度残疾人家庭、 主要劳动力失联失踪家庭、 主要劳动

力在监狱服刑的家庭等直接认定为无赡养能力。 其次， 对有赡养能力的家庭，
赡养费依照 “ （家庭年总收入 当地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 × ６０％ × 家庭人

数） ／需供养人数” 的公式计算。

（二） 专家论证

在试点工作开展半年后， 省民政厅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召开赡养费核算改革试点

工作座谈会。 与会人员包括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负责人、 省财政厅和省农办相

关处室负责人、 省内高校学者以及三个试点地市民政局负责人。 笔者之一作为

专家学者， 受邀参与此次座谈会。 会上， 三个试点地市汇报交流了当地改革试

点工作情况。
与会专家和官员围绕赡养费核算改革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焦点问题是赡

养费应当以实际给付的金额还是核算得到的应付金额为依据？ 笔者之一建议：
“对于声称实际未收到子女赡养费的老年申请人， 只要民政部门没有发现其子女

有给付赡养费的证据， 就不应将核算得到的应得赡养费计入老年人收入。 这样

做可以防止部分实际未得到子女赡养费的老年人 ‘漏保’ 的风险。” 但是， 省财

政厅与会人员反对这一建议并认为： “赡养的第一责任方是子女而不是政府。 不

管子女有无实际给付， 核算得到的赡养费都应计入老年人收入。 如果把政府作

为第一责任方， 可能导致大家都不赡养老人。 即便有部分老人因为子女不愿意

给赡养费而遭遇生活困难， 也应该通过临时救助去应对， 而不应纳入低保……
政府不应该简单地划定无赡养能力的界线， 而只用根据收入去核算赡养费， 不

然可能导致收入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 ６０％ 的个人不愿意赡养老人。”
主持这次会议的浙江省民政厅副厅长在会议总结中指出： “在工作推进中，

对低保对象的准入门槛要宽一些， 对申请审批材料的提供要简一些， 并且要确

保收入认定相对准确， 平衡好成本和效率的问题。”

（三） 扩大试点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浙江省民政厅在全省社会救助工作会议上指出， 要将赡养费

核算改革扩大到全省 １１ 个市。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浙江省民政厅印发了 《浙江省民政

厅关于扩大赡养能力计算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 舟山市岱山县、 宁波市慈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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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云和县由于在 ２０１５ 年城乡低保标准一体化实行后， 农村低保边缘标准超过了农村家

庭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６０％ ， 因而采取水平较高的低保边缘标准作为农村的界定门槛。



公共行政评论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市、 金华市义乌市等地先后开展试点。
这一阶段的试点基本延续了第一阶段 “无赡养能力家庭认定” 与 “赡养费

计算” 两方面内容， 保留 “自诉承诺制、 直接核减制和事后审查制” 的核对工

作机制。 不过， 在无赡养能力家庭认定环节， 舟山市岱山县、 宁波市慈溪市、
金华市义乌市都将无赡养能力家庭的认定门槛从 “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上年度

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 ６０％ 以下” 修改为 “低于上年度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

水平 ５０％ 以下” 。 赡养费扣减水平也相应地从 “当地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６０％ ” 降低到 “当地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 ５０％ ”。

（四） 出台省级赡养费核算办法

在两阶段试点后， 浙江省民政厅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正式印发 《浙江省社会救

助家庭供养费核算办法 （试行） 》 （以下简称 《核算办法》 ） ， 规定供养义务人

（配偶、 子女、 父母） 应发挥家庭互助共济作用， 最大限度地保障被供养人的基

本生活。
赡养费的计算按照以下公式进行： “家庭供养支付费 ＝ 家庭月均总收入 当

地低保边缘标准 × 家庭人数 家庭月均刚性支出。 供养费 ＝ 家庭供养支付费 ／家
庭需供养的人数。 其中， 供养义务人家庭月均总收入主要依据家庭经济状况核

对系统进行推算。 无法推算的， 按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 申报收入高

于推算的， 以申报为准。”
同时， 该 《核算办法》 还规定供养义务人家庭存在以下四种情形之一的，

被供养人家庭不能纳入低保、 低保边缘保障范围： “ （一） 有 ２ 套及以上产权房，
且人均建筑面积高于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当地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二） 有高

于当地同期 ８ ～ １２ 倍低保年标准生活用机动车辆； （三） 人均货币财产高于当地

同期 １０ 倍低保年标准； （四） 在各类企业中认缴出资额累计超过 ２０ 万元

（含） 。”
《核算办法》 将赡养费的扣减标准从参考当地上一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５０％ ～ ６０％ 调整到低保边缘标准 （即 １. ５ 倍低保标准）， 但考虑了家庭月均刚性

支出。 ２０１８ 年底， 浙江省的城乡平均低保标准分别为 ７６２. ６０ 元 ／月和 ７５６. ９０ 元 ／
月，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４６３１. １０ 元 ／月和 ２２７５. １０ 元 ／月①。 按照当地上

一年度人均可支配的 ６０％ 、 ５０％ 以及当地低保边缘标准， 换算得到的赡养费扣

除金额分别为 ２７７８. ６６ 元、 ２３１５. ５５ 元、 １１４３. ９０ 元 （城市） ， 以及 １３６５. ０６
元、 １１３７. ５５ 元、 １１３５. ３５ 元 （农村） 。 在不考虑刚性支出的情况下， 《核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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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低保标准数据源自民政部网站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ｃａ.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ｓｊ ／ ｔｊｊｂ ／ ｂｚｂｚ ／ ） ， 人均

可支配收入数据源自 《２０１９ 年浙江统计年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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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的扣除部分， 实际上相比试点阶段大大降低了， 特别是在城市地区。 同时，
相较于试点阶段， 《核算办法》 对供养义务人家庭设置了财产门槛。

再则， 《核算办法》 取消了 “自诉承诺制、 直接核减制和事后审查制” 的核

对工作机制， 转而强调民政部门通过核对系统， 对供养义务人家庭的收入、 财

产及支出情况进行查询、 推算、 核查。 这些举措进一步收紧了老年对象低保资

格的认定门槛。 从福利价值观角度看， 《核算办法》 更加强调家庭义务。

五、 政策执行中的意外后果： 赡养费核算制度与 “漏保” 风险

《核算办法》 对供养义务人的收入和财产标准进行限制， 将各地市供养义务

人赡养费核算办法统一化， 强调赡养的家庭义务， 规避了部分供养义务人赡养

能力明显超标的对象获得低保的情况。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 这一制度成为将不

少低保对象核退的政策依据。
对调研获取的浙江省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在册低保对象微观个体数据统计发现，

三年的低保对象总人数分别为 ７２. ６５ 万、 ６５. ５０ 万和 ６１. ３５ 万， 老年低保对象人

数分别为 ２８. ３０ 万、 ２５. １８ 万和 ２３. ２１ 万， 老年人占低保总人数的比重从 ２０１８
年的 ３８. ９５％ 下降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３８. ４４％ 和 ２０２０ 年的 ３７. ８３％ ， 老年低保对象数

量的下降速度超过低保总人数的下降速度。
本研究调研获取了 Ｙ 县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经系统复核后退出的 １００ 户低保户的具

体信息。 根据退出原因分类， 供养义务人存款超标的 １８ 户， 供养义务人车辆超

标的 ３１ 户， 供养义务人工商登记超标的 １４ 户， 供养义务人在国家机关、 学校

等单位稳定就业的 ６ 户， 供养义务人存款、 车辆、 工商登记或就业至少一项超

标的 ６２ 户， 本人收入或财产超标的 ３８ 户。 在 Ｙ 县该月核退的低保户中， 有

６２％ 是由于赡养费核算的原因。
然而， 福利资源在家庭内部的分配并不是完全平均的， 赡养费实际给付状

况很难通过固定公式进行衡量。 特别是在低收入家庭， 一些个体可能会在家庭

内部的资源分配中处于边缘地位 （ Ｂｒａ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 因而， 虽然按照赡养费

计算标准和供养义务人财产标准， 部分困难对象不满足低保标准， 但实际上，
他们无法从家庭内部获得足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的资源。 调研发现， 常见的

情形包括供养义务人不愿履行赡养义务和供养义务人实际无赡养能力。

（一） 供养义务人不愿履行赡养义务

虽然供养义务人应发挥家庭互助共济作用， 最大限度地保障被供养人的基

本生活是核算政策制定的预设前提， 但仍存在一些供养义务人不愿履行赡养义

务的现实情形， 主要包括供养义务人为女性、 被赡养人因早年离婚而未履行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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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义务以及被赡养人老年二婚三种情形。
其一， 供养义务人为女性。 虽然政策对于供养义务人的界定， 儿子和女儿

均属于应当履行赡养义务的主体， 但是当供养义务人为女性时， 法律的规定常

常与传统习惯产生冲突。 虽然制度所预期的是供养义务人最大限度履行赡养义

务， 但女性供养义务人不愿意履行义务的现象并不罕见。
很多女儿都嫁出去了， 他说有女儿都不能保。 在农村里， 嫁出去的女

儿， 泼出去的水啊。 更何况， 父母七八十岁了， 女儿都五六十了， 她自己

都要儿子养了。 （访谈资料： ２０２００５１３ＴＹ）
其二， 被赡养人因早年离婚而未履行抚养义务。 在这种情形下， 即使被供

养人有存在法定赡养义务的子女， 但被赡养人与子代之间感情淡薄， 供养义务

人在情感上不愿意履行赡养义务。
她是一位 ７０ 岁的孤寡老人， 年轻时抛弃子女改嫁， ７０ 岁时回到我们

这， 没有经济来源， 亲生子女也不愿意赡养。 按照政策， 她确实有法定赡

养人， 不符 合 条 件。 但 是 又 没 有 收 入， 子 女 确 实 不 赡 养。 （ 访 谈 资 料：
２０２００７１０ＸＣ）
其三， 被赡养人老年二婚的情形。 具体来说， 虽然被赡养人与供养义务人

之间存在正常的亲情关系， 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下子女常常不愿意其父母一方

再婚， 因而对于二婚的父母也不愿意按期支付赡养费。
对于二婚的老人， 子女大多是反对的， 能在节假日来看望一下就不错

了， 根本不可能再给他钱了。 复核工作中遇到一户， 女性有一个住别墅的

儿子， 儿子有义务也有意愿赡养她。 但是， 她老来和一个光棍领证了， 她

儿子不愿意同时赡养她和她的老公。 （访谈资料： ２０２１０２０４ＹＷ）
可见， 虽然制度预设的前提是供养义务人尽可能地履行赡养义务， 低保仅

在赡养费核算不足的情况下提供兜底保障， 但实际上， 女性作为唯一供养义务

人， 被赡养人早期未履行抚养义务， 被赡养人老年二婚等具体情形， 都会与制

度产生冲突， 导致被赡养人处在 “供养义务人不愿赡养， 低保条件又无法达到”
的窘境。

（二） 供养义务人实际无赡养能力

供养义务人实际无赡养能力的情形指的是， 即便核算得出的赡养费支付能

力超标， 但供养义务人实际上并没有赡养能力， 具体原因主要包括赡养费计算

的收入扣除门槛较低、 被赡养人在家庭内部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以及供养义务

人财产超标但实际无赡养能力。
其一， 供养义务人赡养费计算标准的收入扣除门槛较低。 按照现行制度，

赡养费核算的扣除门槛为当地低边标准。 ２０１８ 年末， 浙江省的城乡平均月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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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为 ７７１ 元①， 相应的低边标准为 １１５６. ５０ 元， ２０１８ 年浙江省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为 ４５８４０ 元 ／年 （ ３８２０ 元 ／月） ，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 ２９４７１ 元 ／年
（约 ２４５５. ９０ 元 ／月）②。 在不考虑家庭刚性支出的情况下， 如果困难家庭为两个

老人和一个未婚成年子女的结构， 则若未婚成年子女的月收入超过 ２６９８. ５０ 元

（相当于省内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７０. ６％ ，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 １. １
倍） ， 则供养费超出低保标准； 如果困难家庭为一个老人和一个未婚成年子女的

结构， 则若未婚成年子女的月收入超过 １９２７. ５０ 元 （相当于省内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 ５０. ５％ ，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 ７８. ５％ ， 低于最高一档的最低月工

资标准） ， 则供养费超出低保标准。 可见， 即便是一些子女收入水平低于最低工

资标准或不足省内人均消费支出的困难家庭， 依然可能会因为子女供养能力超

标而不能被纳入低保。
户主是智力四级 （残疾） 的， 妻子是精神三级 （残疾） 的， 一眼看上

去， 他就是一个低保户。 但是， 他有一个儿子是没有 （残疾） 证的， 然后

有一年的话， 省里面审计查出来他的儿子在就业。 按照当时的低保标准，
如果给他算成赡养人， （他父母） 是不符合的。 （访谈资料： ２０２００７１０ＪＸ）
同时， 即便是实际无收入甚至负收入的供养义务人也根据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折算收入。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８ 日发布的浙江省最低工资标准为 ２０１０、 １８００ 元、
１６６０ 元、 １５００ 元四档。 对此， 如果某困难家庭的结构为一个老人和一个有劳动

能力的成年未婚子女， 且这户家庭恰好生活在省内执行最高档最低工资标准的

发达地区， 那么即便该成年未婚子女无收入， 按照最低工资标准计算的赡养费

也超过了省内低保平均标准。
他们家有个儿子。 但儿子以赌博为业的， 老是输光的。 他不仅是不赡养

父母， 父母种菜或者零用的钱他要来拿点。 像这种情况下， 要不要救助？
这种如果说村里去通， 肯定是通不过的。 如果给政府养， 那谁的父母都给

国家养， 他自己反正赌博为业。 但如果万一发生极端问题， 我们还是要负

（责任） ， 这就很难把握。 （访谈资料： ２０２００５１３ＧＰ）
其二， 被赡养人在家庭内部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 现行政策是由每一成员

基本需要的总和推导出货币化的保障标准， 但这并不能保证每一个成员都能在

家庭内部分配中得到可以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的资源。 由于在经济上的贡献能力

下降， 老年人在家庭内部资源决策中容易处在被边缘化的地位 （ Ｂｒａ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

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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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 浙江省民政厅公布的城乡低保平均标准略高于民政部公布的

数值， 但不影响本研究的基本结论。
数据源自 《２０１８ 年浙江省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１９ 年浙江统计年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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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村里有一户人家， 人么有点残疾。 他有儿子， 儿子也成年了。 但是工

作就是一个临时工， 没有稳定工作的。 像这样的人， 去低保又达不到， 实际

上家里又很困难。 你像一个临时工， 派出所联防队员， ２０００ 多块一个月， 养

养自己都养不够， 不要说给家里， 想都不用想了。 （访谈资料： ２０２００５１３ＳＸ）
其三， 供养义务人财产超标但实际无赡养能力。 现行供养费核算制度规定

供养义务人住房、 车辆、 货币财产等超标的被赡养人无法获得低保和低边。 但

是， 部分财产超标的供养义务人实际上仍然不具备给付足够赡养费的能力。 特

别是在车辆方面， 现行制度规定供养义务人不得拥有高于当地同期 ８ ～ １２ 倍低

保年标准生活用机动车辆。 按照浙江省 ２０１９ 年末的省级平均低保标准 （８１４ 元 ／
月）① 计算， 车辆价值的界线在 ７８１４４ 元到 １１７２１６ 元之间。 对于低保对象而

言， 这样的限制性条件没有太大争议， 但对供养义务人设置这样的门槛却在实

际执行过程中造成难题。
这户是一对八九十岁的老人， 没有收入。 取消的原因是查到了他们有一

个外嫁的女儿， 女儿家里有一辆 １８ 万的车子。 我们也去女儿家核实。 她女

儿说他们没有房子， 买车子是为了接送读初中的女儿上学方便。 但是， 政

策就是这样。 她哪怕只有一套房子， 且房子是别墅都没关系。 但是， 她有一

个超标的车子， 她的父母就不能进入低保。 （访谈资料： ２０２００７２０ＸＣ）
可见， 虽然现行制度为供养义务人的收入和财产标准设置政策门槛， 从而

强调家庭成员的赡养义务。 然而， 由于制度设置可能与实际情境产生冲突， 导

致供养义务人不愿意履行赡养义务和供养义务人实际无赡养能力的两类群体，
成为无法获取低保资格但又存在救助需求的特殊困难对象， 形成 “漏保” 风险。
此时， 如果没有及时将这些对象纳入低保， 则可能造成他们面临家庭义务缺位，
而国家责任也未能及时兜底的窘境。

六、 政策执行中的调适： 地方民政部门的创新

“漏保” 风险的出现对低保制度 “托底线、 救急难” 的功能造成冲击， 需要

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进行调适， 强化国家的兜底保障作用， 在遵循制度的同时，
兼顾部分实际未获取足够赡养费的实际困难对象的救助需求。 调研发现， 地方

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两种地方性创新策略。

（一） 地方性赡养费核算办法

调适的第一种策略是基于政策本身的张力， 运用政策执行的自由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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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源自 《２０１９ 年浙江省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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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地方性赡养费核算办法， 应对上级政府核算制度难以顾及到的实际困难。
虽然在现行核算制度中， 省级政府进行了一些指导性的界定， 例如拥有高于当

地同期 ８ ～ １２ 倍低保年标准的生活用车的供养义务人， 应当被认定为赡养能力

超标。 但同时， 省级政府也在政策制定环节中为地方政府预留了自由裁量空间，
例如在刚性支出扣减类型和标准、 不计算供养费的供养义务人家庭类型的确定

等具体条款中设置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特殊困难家庭” 等条目， 并

且在附则中指出： “各县 （市、 区） 以上民政部门可根据本办法， 结合当地实

际， 制定实施细则， 报民政厅备案。” 对此， 地方政府可以积极使用自由裁量

权， 为应对特殊困难对象的救助需求提供解决方案。 《 Ｌ 市社会救助家庭供养费

核算办法》 修订是这一机制的体现。
２０２１ 年， Ｌ 市民政局联合市财政局下发了 《 Ｌ 市社会救助家庭供养费核算

办法 （试行） 》 ， 结合 Ｌ 市的实际状况对部分条款进行了地方性的解释和界定。
Ｌ 市在基本坚持省级政策 “家庭供养支付费 ＝ 家庭月均总收入 当地低保边缘标

准 × 家庭人数—家庭月均刚性支出” 的基础上①， 将 “供养费 ＝ 家庭供养支付费

／家庭需供养的人数” 的计算公式根据家庭类型进行分类调整， 规定为： （１） 被

供养人有不超过二个供养义务人： 供养费 ＝ 家庭供养支付费 × ５０％ ／供养义务人

家庭需供养的人数 （２） 被供养人有三个供养义务人及以上： 供养费 ＝ 家庭供养

支付费 × ４０％ ／供养义务人家庭需供养的人数。 同时， Ｌ 市的规定将基层反映强

烈的 “供养义务人家庭有高于当地同期 ８ ～ １２ 倍低保年标准生活用机动车辆的，
被供养人家庭不能纳入低保和低边” 的限制性条款去除， 转而将车辆价值折算

入供养义务人家庭的货币财产， 并坚持以 “人均财产价值高于当地同期 １０ 倍低

保年标准” 作为针对供养义务人家庭财产状况的限制性条件。
根据这些调整， Ｌ 市政府的政策解释指出两类可能因为政策调整而可以重新

进入低保的具体情形。

类型一： 省市标准核算得到的供养费存在差异

“有年满 ６０ 周岁且无收入的夫妻 ２ 人， 育有 １ 子。 儿子儿媳尚未生育， 每月

收入 ８１００ 元， 儿媳母亲健在。 儿子每月刚性支出为医疗费 ８００ 元。 按照省级政

策， 核算得到的人均供养费为 １２６９. ３０ 元， 超过现行低保标准 （８７３ 元） ， 只能

纳入低边。 但按照市级政策， 核算得到的人均供养费为 ７６８ 元， 低于低保标准，
可以纳入低保”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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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Ｌ 市的核算公式将家庭月均刚性支出的扣减项目去除， 但同时将支出型贫困家庭列为

不计算供养费的供养义务人家庭类型。
资料源自 《Ｌ 市社会救助家庭供养费核算办法 （试行） 》 的政策解读。



公共行政评论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类型二： 省市标准对于车辆的限制性门槛存在差异

“有均年满 ６０ 周岁且无收入的夫妻 ２ 人， 育有 １ 子。 儿子儿媳尚未生育， 名

下有一辆 １６ 万元的生活用车， 货币财产 ４ 万元。 按照省级政策， 儿子家的生活

用车价值超过了当地同期 １２ 倍低保年标准 （１２５７１２ 元） ， 老人不能纳入低保。
但按照市级政策， 儿子家包含车辆在内的货币财产总额为 ２０ 万元， 人均财产价

值未超过当地同期 １０ 倍低保年标准 （１０４７６０ 元） ， 因而老人可以纳入低保”①。
可见， 地方性赡养费核算办法可以为地方政府应对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

特殊问题提供弹性空间， 即通过出台符合上级政府大政方针的地方性政策文本，
为缓解赡养费核算中的实际困难提供条件。

（二） 地方性社会救助联席会议

调适的第二种策略是建立地方性社会救助联席会议机制， 通过多部门的集

体决策， 将符合条件者纳入特殊困难对象。 低保对象认定涉及户籍、 税务、 社

保、 住建、 工商、 车管等多部门的事务， 供养义务人收入和财产状况认定需要

得到多部门的认可。 基于这一逻辑， 地方民政部门可以通过相关职能部门的共

同参与来强化资格核定的程序合法性， 应对特殊困难对象的救助需求。 Ｐ 市 Ｙ
县的社会救助联席会议制度是该机制的典型案例。

省级赡养费核算办法出台之后， Ｙ 县使用信息管理系统对救助对象及其供养

义务人的收入和家庭财产状况进行全面复核， 将大量不符合政策要求的救助对

象筛除出救助体系。 仅 ２０１９ 年， Ｙ 县共注销低保对象 ２８３８ 户， 总计 ３８０８ 人，
注销人数相当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在册对象总数的 ３９. ４５％ ， 其中包括大量因为供养

义务人收入和财产状况超标的家庭。 但考虑到因个别指标超标退出低保但又存

在实际困难的人数较多， Ｙ 县由县府办牵头， 建立社会救助联席会议机制， 通

过集体讨论为部分实际困难对象保留低保资格提供途径。
截至目前， Ｙ 县共在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和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召开过两次社会救助联席会

议。 会议由县府办召集， 县府办副主任主持， 民政局、 财政局、 农业农村局、
信访局、 公安局、 人力社保局、 建设局、 卫生健康局、 医疗保障局、 县残联、
教育局等相关部门参与会议。 在联席会议上， 各成员单位对民政局提交的特殊

困难对象进行逐户集体研究审核， 并做出结论。 联席会议的讨论结果在会后形

成会议纪要， 并和讨论名单、 问题汇总表、 村居调查报告、 救助对象申请报告

等一起存档备查。
通过社会救助联席会议， ２０１９ 年提交讨论的 ５１ 户低保户均得以保留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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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源自 《Ｌ 市社会救助家庭供养费核算办法 （试行） 》 的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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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提交讨论的 ５６ 户低保和 １０ 户低边中， 仅有 ３ 户低边由联席会议成员单

位提出异议， 要求进一步核实。 其中， 赡养费核算超标但实际存在困难的对象，
是联席会议讨论的主要对象之一。 通过联席会议制度， 部分子女实际无赡养能

力或不愿意履行赡养义务的特殊困难对象， 得以保留低保资格。
潘某某夫妻都是肢体残疾。 虽然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但是大儿子逃

债在外， 二儿子劳改去年刚放回来， 女儿外嫁去省外了， 女婿也只是在工

厂打工。 因而实际上子女是没有赡养能力的。 在复核过程中， 该户的大儿

子有一辆车， 但是这辆车也早就抵押给别人了。 这一户最后经过联席会议

讨论， 保留了低保资格。 （访谈资料： ２０２００８１８ＹＰ）
又如：

吴某某因为女婿名下有一辆价值 １２ 万元的汽车而不符合低保要求。 但

是， 吴某某的女儿并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而是年幼时随母亲改嫁过来的，
没有血缘关系。 并且吴某某常年患病吃药， 而女儿和女婿开的副食品商店

也收入有限。 因而， 在联席会议讨论之后， 他得以保留低保资格。 （访谈资

料： ２０２００８１８ＹＰ）
总之， 地方性社会救助联席会议是基于多部门的集体协商机制， 强化对特

殊困难对象低保资格进行认定的程序合法性， 从而为保留低保资格创造条件，
在家庭义务缺位的背景下为国家责任的兜底提供条件。

七、 小结与讨论

低保赡养费核算制度涉及家庭义务与国家责任的权衡问题。 本文发现， 浙

江省的赡养费核算改革提高了老年对象低保资格的认定门槛， 强化了家庭赡养

的第一义务， 但相对忽略了国家救助的兜底责任。 然而， 子代对赡养义务的实

际履行受到亲属体系、 嗣续习惯和情感因素的影响， 可能与法理上的赡养义务

存在冲突。 在此背景下， 虽然现行政策普遍强调家庭义务优先的价值基础， 并

将赡养费核算制度严格化， 但却可能造成部分实际未获得赡养费的特殊困难对

象无法获得低保资格的 “漏保” 风险。
本研究基于田野调查总结出三类常见的供养义务人不愿意履行赡养义务和

三类常见的供养义务人实际无赡养能力的具体情形。 本研究还发现， 地方民政

部门可以运用地方性赡养费核算办法和地方性社会救助联席会议手段， 强化国

家在福利供给中的兜底保障功能， 在既有制度的约束下， 为应对特殊困难对象

的救助需求创造空间。
基于上述研究， 本文对低保赡养费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 低保赡养费政策制定要兼顾家庭义务与国家责任， 不能搞 “一刀

８５１

◆论文



公共行政评论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切” 。 单纯强调法理层面的家庭义务， 可能带来在家庭义务实际缺位的同时， 国

家责任无法及时兜底的 “漏保” 风险。 事实上， 在强调子女赡养义务的同时，
法律也同时规定了国家对老年人特别是经济困难的老人给予基本生活救助的兜

底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第二十八条规定： “国家通过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 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第三十一条规定： “国家对经济困

难的老年人给予基本生活、 医疗、 居住或者其他救助。 老年人无劳动能力、 无

生活来源、 无赡养人和扶养人， 或者其赡养人和扶养人确无赡养能力或者扶养

能力的， 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有关规定给予供养或者救助。” 民政部门可以

通过 “家庭第一责任 ＋ 国家兜底责任” 来兼顾家庭义务与国家责任， 在确认子

女没有履行赡养义务前提下， 履行国家救助的兜底责任。
第二， 适度提高赡养费核算的扣除门槛。 在赡养费核算改革的试点、 扩大

试点和政策立法过程中， 浙江省逐步提高了赡养费计算的扣除门槛， 但本研究

发现， 现行制度规定下的低扣除门槛容易造成赡养费超标， 即便是对于部分子

女收入水平较低甚至无收入的特殊困难对象也是如此。 但事实上， 在家庭结构

核心化、 生活水平和成本日益提升的背景下， 收入较低的供养义务人常常难以

在仅保留低保边缘户标准收入的基础上履行供养义务。 此外， 在财产核算方面，
按购置价 （而不是市场评估价） 计算车辆价值等做法， 也可能高估供养义务人

的实际赡养能力。 而在本研究中， Ｌ 市对供养费核算公式的分类调整， 则提高了

低保满足特殊困难对象救助需求的能力。 因此， 应当适度提高赡养费核算的扣

除门槛， 为满足更多困难对象的救助需求创造条件。
第三， 兼顾 “自上而下” 的制度约束与 “自下而上” 的弹性执行， 赋予地

方在特殊困难对象赡养费核算问题上的自由裁量权。 尽管赡养费核算制度的完

善， 为低保对象的资格认定提供了更加制度化和操作化的办法， 然而， 政策执

行过程面临着各式各样的家庭， 难以用一个统一的核算办法去量化每个老年人

实际可以得到的赡养费， 进而造成部分赡养费核算超标， 但实际上并未获得足

够赡养费的生活困难老人无法获得国家的兜底保障。 对此， Ｙ 县的社会救助联

席会议通过建立集体讨论机制， 为部分存在实际困难的老人保留低保资格创造

条件。 因此， 在完善赡养费核算制度， 即强化 “自上而下” 的制度约束的同时，
也需要兼顾 “自下而上” 的弹性执行， 从而为地方民政部门因地制宜地解决实

际困难创造空间。
当然，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尚待回应的问题和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第一， 社会救助部门的首要职责到底是提供 “最后安全网” 功能， 还是倡

导子女孝顺？ 试想， 如果一个老年人的子女真的不孝顺， 社会救助部门是应该

先对老年人履行兜底保障责任， 还是坚持认为救助老人会纵容子女不孝顺， 从

而坐视 “漏保” 发生？ 我们认为， 子女赡养应该成为绝大多数老年人的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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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生活保障来源之一， 但兜底保障功能始终是社会救助部门的首要职责， 两

者并不必然冲突。 子女承担赡养老人的第一责任， 但对于子女未承担赡养义务

的老人， 我们应该通过社会救助履行兜底责任。 当然， 困难的问题可能在于，
老年人现实中很难证明子女未履行赡养义务。 如果将子女未履行赡养义务的举

证责任推给老年人， 可能会导致许多老人失去获得低保救助的机会。 我们认为，
在无法明确证明老年人获得了足够赡养费的情况下， 先由政府兜底救助， 再加上

事后审查制度， 也许可以获得更好的政策效果。 未来研究可以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第二， 低保赡养费核算中家庭义务与国家责任的冲突问题， 是否可以通过

救助制度以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或老年福利制度的完善来缓解乃至解决？
２００９ 年我国开始试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２０１４ 年我国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合并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２０１９ 年末，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５３２６６ 万人， 其中实际领取人数 １６０３２ 万人，
当年基金支出 ３１１４ 亿元， 由此推算参保人员人均月待遇为 １６１. ８６ 元， 仅为当

年农村平均月低保标准 ４４４. ６３ 元的 ３６. ４０％ （张翔等， ２０２１） 。 此外， 浙江省

目前实行的老年津贴制度， 也仅为 ８０ 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提供每月不低于 ５０
元的津贴。 目前城乡居保和老年津贴的待遇水平尚远不足以保障老年人的基本

生活需要。
如果将城乡居保的基础养老金水平提高到农村低保标准， 让每个老年人都

能获得保障基本生活所需的基础养老金， 那么老人赡养的经济来源就可以通过

救助之外的社会保险或社会福利来得以解决， 上述低保赡养核算中家庭义务与

国家责任的两难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未来研究可以对这一政策路径的可行性和

制度调整的成本收益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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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ｐ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ｕ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ｐ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ｐ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Ｂｏｕｎ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Ｆｉｅｌｄ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Ｊ Ｌａｋ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Ｍｉａｏ Ｗｕ ＆ Ｒｕｉｌｉａｎ Ｇｕ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ｓ ｖｉｅｗ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 Ｗｈａｔ'ｓ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ｅｔｅ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Ｊ Ｌａｋ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ｉｅｌ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ａｔａ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ｌｅａｄｓ ａ ｐｉｏｎｅｅｒｉｎ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ｍａｙ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ａ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２）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ａ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ｍａｙ ａｄｏｐ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３）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ｈ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ｈ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ｍａｋｅ ｉｔ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ｓｏｍｅ ｏｆ， ｏｒ 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ｎｒｉ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ｈｅｌｐｓ ｔｏ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ｅｌｄ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ｓ； Ｌｏ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Ｈｏｗ ｔｏ Ｗｅｉｇｈ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Ｄｉｂａｏ：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Ｋｅ Ｆａｎｇ ＆ Ｘｉ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ｂａｏ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ａ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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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ｗ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ｈｏｗ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ａ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ｒｉｃ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ｒｅ ｎｏｔ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ｆｕｌｆｉｌｌ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ｒｅ ｎｏｔ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ａｂｌｅ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ｍａｙ ｅｎｃｏｕｒ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ｃｉｖｉ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ｊｏｉｎｔ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ｏ ａｄｊｕｓ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ｉｖｅｄ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 ｌｅａｋａｇ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ｔ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ｌｉｎｅ”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ｏ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ｆｏｒ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ｌ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ｏｗ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ｏｓｅ ｗｉ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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